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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章程法律属性认识多元化是引发当前司法实践中“涉章纠纷”裁判乱象的关键性诱因之一。
有关章程法律属性认识的合同说、自治法规说以及折衷说三种主流学说均有其不足与缺憾。公司制定与
修改章程之行为属于法律行为中之决议行为，章程应具有决议之法律属性。章程决议说视野下，章程效力
认定应当适用“共益性规则”、“意思表示撤销规则”、“评估权规则”、“程序性规则”与“利益衡量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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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提出

近年来，随着公司治理规则化加强，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实践中的章程已不像
过去那样“照抄”、“照搬”公司法条文，而是愈发具有个性化。在当前的司法裁判中，有关章程
的裁判纠纷复杂多样，且这类案件纠纷经常成为司法裁判中的 “疑难案件”甚至 “悬案”，“同案
不同判”、“同案同判不同理”①的情况屡屡发生，严重侵蚀着法律与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引发“涉章纠纷”裁判乱象的因素有很多，如对公司章程的功能与定位认知不当、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规范不尽完善等等。然而，其中最为关键性的一个诱因是章程法律属性认知多元化。具体
而言，当前学界有关章程法律属性的学说主要有合同说、自治法规说及折衷说三种，在现行 《公
司法》对此问题未有定性的情况下，②不同的学说就将 “涉章纠纷”之裁判导向了不同的裁判规则
与路径，进而得出不同的裁判结论，引发“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窘相。
对于“涉章纠纷”司法裁判而言，章程的法律属性界定问题是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起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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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命题”，它关涉章程的成立与生效、决定着有效的章程具有何种约束力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因
此，章程的法律属性认知必须统一，否则无法为 “涉章纠纷”之裁判提供可靠的、确定化的裁判
规则，亦无法缓解“涉章纠纷”之裁判乱象。
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涉章纠纷”之裁判实践，在反思与批判章程合同说、自治法规说与折

衷说三种主流学说的基础之上，提出公司制定与修改章程的行为是法律行为中的决议行为，章程具

有决议的法律属性，并试图在决议说之项下构建起章程特有的效力认定规则。

二、公司章程法律属性主流学说反思与批判

( 一) 对合同说之反思与批判

合同说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学者所主张，近年来随着公司合同理论在我国公司法学理论研究中

的繁盛，该说亦成为我国公司法上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章程是公司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之间所订
立的一份合同或契约。③ 该说渊源于公司合同理论，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股东等参与成员所订
立的一份“长期性关系合同”，公司法则是“作为公司合同的摹本、公司合同的漏洞补充机制而存
在”。④ 而与公司法这种外部规则相对应的内部规则———公司章程，自然也被视为合同或契约。该
说之优势在于其强化了股东在章程制定与实施中的话语权。然而，该说的偏误之处亦十分明显，甚
至有着致命性的硬伤。

1. 合同说曲解了公司合同理论的本意
在公司合同理论的发展变迁史上，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于 1985 年所审理的 Simth v． Van

Gorkom一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 “公司法中的合同自由”研讨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
地位，可以说正是这两个历史事件将公司合同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两起历史事件集中反映了一
种公司法思维趋向———推崇公司自治、反对法律管制。如同卢梭借 “社会契约”之言说求社会自
由之目的相似，公司合同理论者亦是借助 “公司契约或合同”之表述，求公司自治之目的。因此，
公司合同理论者口中之 “合同”是“方法而非本质”，⑤ 意在为公司法之制度演进提供一套 “意思
自治思路”。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存在所谓的 “公司合同”，它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合同，而非是
法学意义上的、规范意义上的合同。公司合同理论是自由主义的隐喻，是一种理念、一套方法，唯
独不是“一份合同”，章程合同说亦复如此。

2. 合同说混淆了合同行为与章程行为的差别
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⑥ 因此无论是个人意思自治还是团体如公司之自治均须借助法律

行为这一工具达到其所欲求之私法效果。法律行为包括单方法律行为、合同行为 ( 又称契约行
为) 、共同行为与决议行为，⑦而章程行为即制定与修改章程的行为不应属于合同行为。原因在于:
( 1) 合同行为中参与方之意思表示方向是相对的，如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方意在获得租金收益、
承租方意在获得房屋居住权，双方通过房屋租赁合同实现利益的互换; 章程行为则不然，无论是制

定初始章程的行为还是修订章程的行为，参与的发起人或股东的意思表示是平行的，且都指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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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无从属关系。不过，在共同行为、决议行为都不同于合同行为这一点上，学界已经形成共识。



这一目标实体。⑧ ( 2) 合同行为分别反映出每一个或一方参与者的意思表示，如劳动合同中会明确
地约定劳资双方各自所享有与负担的权利与义务; 而公司制定尤其是修改章程的行为中，通常是多

数派的意思表示得以反映，少数派的意思表示被吸收或淹没。 ( 3) 合同行为重意思表示而轻程
序; ⑨ 章程行为则不然，尤其是对于修改章程的行为而言，程序性瑕疵可能会导致被修改之条款无

效或被撤销。 ( 4) 合同行为严守相对性原则，一般不具涉他效力; 章程行为对公司内部成员具有
普遍性拘束力，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对公司外部人产生对抗效力。
( 二) 对自治法规说之反思与批判

自治法规说是我国公司法上有关章程法律属性的主流学说。其认为章程是公司自己的法律，是
国家法律秩序之内的次级秩序。其相对于合同说的优点在于突出了公司的团体性、组织性，强化了
公司的独立地位与独立利益。合同说与法人拟制说一脉相承，而自治法规说却与法人实在说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依照自治法规说，章程是社团的“法律”，具有当然的权威地位，对公司内部主体
都具有普遍性地约束力，多数决这种法定决议方式得到了极大地尊重。该说的缺陷在于:

1. 自治法规说无法回应“自治法规是法规吗?”这样的逻辑诘问
对某一法律概念的法律属性作界定的目的通常在于，借助法律属性之辨识为该法律概念找寻出

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则，对公司章程法律属性做界定亦是如此。然而，“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并不存在
自治法规这一层次，自治法规自身的性质都仍须明确，再以其阐释章程的法律属性显然有失于严

谨”。瑏瑠 而且，自治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法规、规章在立法主体、法律效力、调整对象等
多方面又有明显差别。是故，自治法规说的理论前提都不确定，又怎能自圆其说。

2. 自治法规说未能深入到法律行为理论层面，无法澄清章程的效力如何产生的有效的章程具
有怎样的拘束力

章程作为私法自治的规则性工具，同样需要遵循特定的规范体系，需要有自身的效力认定规则

及拘束力规则，而这些自治法规说都无从建立。自治法规并非 “法规”，自治法规说同样无法借用
“法规”的裁判规则与方法。凡此种种，皆是因为自治法规说只看到章程类似于 “法规”之形式，
而未能深入到产生章程的法律行为过程之中。从表象看，章程是公司之自治规则; 从内里看，章程
是公司所实施之法律行为 ( 制定或修改章程的行为) 的规则化结果以及进一步实施法律行为所应

遵循的内部行为规范。简言之，章程既是法律行为的结果，又是法律行为的依据。因此，对于章程
法律属性的界定必须深入到法律行为理论的内在层面。法律行为的效力性决定了章程的效力性，法
律行为的拘束力囊括了章程的拘束力。唯有引入法律行为理论，才能洞悉章程中哪些规定有效、哪
些无效、哪些未成立、哪些可撤销，也才能据以确定违反了章程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
( 三) 对折衷说之反思与批判

该说认为，章程所调整之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章程之内容，有些具有合同属性，如调整股东与
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条款; 有些则具有自治法规属性，如关于公司内部机关权力配置的条款; 有些

还须根据个案中具体情形确定其为合同还是自治法规。瑏瑡 该说优点在于认识到了合同说与自治法规
说两种学说各自的偏差，然而该说亦不足取，理由如下:

1． 折衷说进一步加重了“涉章纠纷”裁判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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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往往仅适用于特殊领域中的合同行为。参见陈醇: 《商行为程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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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指出，章程法律属性认知多元化是引发 “涉章纠纷”司法裁判中 “同案不同判”现
象的关键诱因之一。在折衷说看来，章程既具有合同属性，又具有自治法规属性，看似四平八稳、
滴水不漏，然而实际上是把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又一次抛给了法官。其一，我国现行 《公司法》对
章程法律属性问题只字未提，更没有规定章程中哪些方面的条款属于合同、哪些属于自治法规。一
言以蔽之，立法并未给“涉章纠纷”裁判提供有关章程属性界定与分类的明确标准。其二，折衷
说所提供的关于章程中哪些内容属于合同、哪些属于自治法规的区分方法本身也是模棱两可、难成
共识。其三，对于章程中的某项条款，可能有些法官认为具有合同属性，有些则认为具有自治法规
属性，在立法与理论界均不能提供确定标准的情况下，“同案不同判”现象仍然会发生。

2． 折衷说所提供的区分合同与自治法规的方法亦存在问题
详言之，折衷说是根据章程中不同内容所调整的不同法律关系来区分哪些内容具有合同属性、

哪些内容具有自治法规属性。如前文所述，该说认为调整股东间关系、股东与公司间关系的章程内
容具有合同属性，调整公司内部机关之间权力配置关系的章程内容具有自治法规属性。然而，该种
区分方法显然不对。比如，我国《刑法》第 224 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法律规定与 《合同法》第 54
条中关于可撤销民事合同的规定所调整的对象都是当事人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但 《刑法》第 224
条在性质上属于公法规范，《合同法》第 54 条却属于私法规范。因此，以调整对象这种表象来反
推章程法律属性这种“事物的本质”的做法存在逻辑问题。更贴近一点的例子，该说主张调整股
东间、股东与公司间关系的章程内容具有合同属性，而其实未必。如公司章程中的某些针对股东的
处罚性规定 ( 除名规定、罚款规定、警告性规定等等) 明显是科层化的团体组织所特有的，与合
同关系中的对等性要求格格不入，又怎能归入合同之列。

三、公司章程决议属性证成

章程之性质既不是合同、亦不是自治法规，更不是二者的折衷综合。笔者认为，章程行为属于
法律行为中的决议行为，章程具有决议的法律属性。公司修改章程之行为须借由股东大会决议方式
为之，因此将修改章程之行为界定为决议行为争议不大。可能存有疑义的是，一般认为公司制定初
始章程一般须全体参与者一致同意方得以通过，于是该种行为似乎应属合同而非决议。下文将对章
程之决议属性做系统性证成。
( 一) 决议行为与章程行为皆属团体法行为

私法自治包括个人自治与团体自治两重维度。然而，近代民法 “侧重于规范自然人，是一种
典型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思维”。瑏瑢 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亦深受近代民法的个人主义思
维影响。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是，“在法律行为理论中，合同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当作法
律行为的最佳代表……决议既没有被当作法律行为的代表，也没有在法律行为理论之中占据一席之
地”。瑏瑣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决议行为一直被视作是多方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直至德
国民法学家冯·图尔与梅迪库斯提出“应该将决议从合同中分离出来”，瑏瑤 决议行为的独立性才开
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决议行为逐渐得到我国民法学界的关注。瑏瑥 尽管对于决议行为之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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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醇: 《商法原理重述》，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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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醇: 《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 决议的独立性初探》，《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 6期; 王雷: 《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
从农民集体决议、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中外法学》2015年第 1期; 徐银波: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法学研
究》2015年第 4期。



尚有一定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决议行为属于共同行为; 瑏瑦 有学者认为决议行为是一种区别于合同行

为与共同行为的独立的法律行为类型; 瑏瑧 还有学者认为决议行为是意思的形成机制而非表示机制。瑏瑨

然而，学界一致认为决议行为是团体法行为。章程是公司这种营利性团体的内部规则，无论是制定
还是修改章程的行为，都是成员为组建团体或者完善团体内部治理规则所为之行为，其目的指向公

司团体这个目标实体，涉及团体成员之共同利益与福祉。尽管，章程行为会涉及到股东或者投资人
的个人权利，但该种情景下的个人权利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私权，而是与其他成员之私权以及

团体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化了的个人私权。因此，章程行为注定是团体法行为而非是个人法
行为，而且公司修改章程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决议行为。
( 二) 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的行为特性

上文指出决议行为与章程行为都属于团体法行为，然而，按照当前我国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共同行为也是团体法行为，如此就会产生章程行为为何不是共同行为而是决议行为的疑问。如前文
所述，公司修改章程的行为属于决议行为当无异议，争点在于公司制定初始章程的行为属性问题。
根据学界的一般认识，决议行为适用多数决规则，初始章程一般须参与成员全体一致通过，因此持

章程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公司制定初始章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此外，亦有学者主张 “共同行为
是非法人团体和设立中法人团体私法自治的工具; 决议行为是团体成立后私法自治的工具”。瑏瑩 依
此观点，公司制定初始章程之行为似乎应当归入共同行为之列。然而，笔者并不如此认为。

1． 制定初始章程之行为并非是共同行为
根据学界主流观点，共同行为，“乃由同一内容的多个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瑐瑠 “共同行为与

契约行为均须所有人表意一致，决议则采多数决原则”。瑐瑡 然而，实际上法律并未要求公司制定初
始章程须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一致同意通过，制定初始章程的行为并非共同行为。我国当前学界对章
程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即认为公司制定初始章程须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一致同意通过。然而，现行
《公司法》第 23条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初始章程规定 “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而共同并不等于一
致同意。第 76条针对股份有限公司初始章程规定: “发起人制定公司章程，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
经创立大会通过。”第 23条与第 76条均未明确规定公司制定初始章程须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一致同
意通过。且该法第 90条规定: “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发起人、认股人出席，方可
举行……创立大会对前款所列事项 ( 包括通过公司章程) 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
持表决权半数通过”。将第 90条与第 76条结合起来看，采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初始章程
之通过仅须出席创立大会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半数通过即可，而无须全体认股人一致同意。综上所
述，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采用初始章程制定的一致同意机制。域外立法规定亦多如此，在美
国，公司章程分为章程大纲与细则，大纲记载事项较为简单，主要起登记备案作用; 细则记载事项

较为具体，有关公司内部治理的规则多数规定于细则之中。根据 《美国标准公司法》第 2. 06 节的
规定，章程细则既可以由发起人制定，亦可以由董事会制定。瑐瑢 美国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09条亦规定: “公司原始章程细则或者其他章程细则，可以由设立人、初始董事或者董事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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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废止。”瑐瑣 由此可见，美国公司法亦未要求公司初始章程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另外，
《英国 2006年公司法》第 2 章第 18 条针对公司之初始章程亦仅规定: “公司必须具有规定公司规
章的章程。”瑐瑤 因此，我国学界所谓公司制定初始章程须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一致同意通过的观点并
不正确。公司制定初始章程之行为并不是共同行为。

2． 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之特性
上文指出，法律并未要求初始章程须参与者一致同意通过，所以此行为并非是共同行为。并

且，公司修订章程之行为是由股东大会以多数决方式为之，属于典型的决议行为，亦非共同行为。
笔者认为，章程行为具有决议行为属性。因为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之特性。
第一，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的公共管理属性。这是决议行为区别于共同行为的关键之处。决

议之内容不仅仅涉及成员之私权，最为重要的是涉及成员之共益权，并因此而使决议行为具有了公

共管理属性。在成员众多的团体中，决议的公共管理性还会衍生出代议制，如公司董事会其实就是
股东大会的代议机构。共同行为则不然，其不具公共管理属性，如在婚姻缔结行为中，男女双方自
愿地通过共同的、同向的意思表示结为合法夫妻关系，其内容共同而非公共。因此，笔者主张合伙
协议、公司设立行为其实都应当是决议行为而非共同行为。如就合伙协议而言，尽管我国 《合伙
企业法》第 4条规定“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但实际上，合伙
协议未必一定要所有合伙人一致同意，采多数决亦未尝不可。并且，合伙协议本身是一个协议束，
内容庞杂，期待合伙人在每一项协议内容上都能达成一致也是不合理的。而婚姻缔结行为无论如何
只能一致同意。回到章程，无论是初始章程还是章程修订案，其中都大量涉及公司机关权力配置、
股东共益权行使等具有公共管理属性的问题，所以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之公共管理属性。
第二，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之意思表示集合性。决议行为最终所形成的意思表示是集合化的

意思表示，它扬弃、吸收了单个成员的意思表示并经过化合反应后形成集合化的意思表示。进而言
之，决议行为最终形成的是一个独立的意思表示———团体的意思表示。共同行为则不然，共同行为
中每一个参与者的意思表示都是独立的，最终是以共同同意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非是形成一个独立

的意思表示，如在共同处分行为中既无团体又无团体之独立意思表示可言，仅仅是共同而已。章程
行为，无论是制定初始章程的行为，还是修订章程之行为，都是成员通过反复协商、讨论、表决，
最终形成一个独立性的意思表示———公司的意思表示而非股东个人的意思表示。因为章程，本身就
是公司的章程而不是股东的章程。
第三，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的严格程序性。决议行为的公共管理属性以及多数决定机制决定

了程序必然要在决议行为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同时程序性瑕疵也会对决议行为的效力产生影

响。如根据我国《公司法》第 22条规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章程规
定的，属于可撤销事由。所以，有学者认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民主原则是决议行为的两大原则。瑐瑥

而共同行为对于程序一般无严格要求，如婚姻缔结行为、共同处分行为等共同行为中，法律其实更
看重参与者的个人意思表示真实性，对于程序无太多要求。章程行为同样秉重程序，如股东大会修
改章程，须经历董事会提案、事前通知、公开讨论、公开表决等多项繁复的程序方得以通过。即使
对于制定初始章程的行为而言，采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初始章程亦须经历创立大会的

公开讨论与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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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程行为符合决议行为的拘束力扩展性。决议行为作为团体组织之行为，不仅仅对参与
实施的成员具有拘束力，而且对团体内部所有成员具有普遍性的拘束力，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产

生超越于团体范围之外的对抗效力。如某小区业主大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外来机动车辆入内”，
这项决议即具有了对外效力。章程行为的拘束力或者说效力也具有明显的扩展性，章程行为的参与
者尤其是表决环节参与者只能是发起人或者股东，但是章程却可以对公司内部所有成员具有普遍拘

束力。而且，章程中的特定内容、在特定情况下还会具有对外效力。如章程中的担保规则即可因
《公司法》第 16条之引致而获得推定通知功能，进而可对抗未履行审查义务之担保债权人。瑐瑦

综上所述，公司制定与修改章程之行为，既非合同行为，亦非共同行为，而属于决议行为。章
程作为决议行为文本化的结果，应具有决议的法律属性。

四、决议说项下公司章程效力认定规则之再造

由于章程行为属于决议行为、章程具有决议属性，而决议行为具有公共管理属性、意思表示集
合性、严格程序性与拘束力扩展性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即决定了章程的效力认定规则。
( 一) 共益性规则

决议行为的公共管理属性，意味着章程内容必须具有共益性，而不能沦为大股东或者强势股东

谋求个人利益规则化的手段。因此，共益性规则应当成为认定章程是否有效的重要规则。章程效力
认定之共益性规则在发达国家司法裁判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在英国法上，法官一般以 “善意为公
司全体利益”为标准对公司修改章程之行为进行审查，如在 Allen v． GoldReefs of West Africa Limit-
ed． 一案中，英国上诉法院法官认为: “修改章程之权力 ( power) 一如多数股东行使其他权力一
般，必须受法律与衡平原则之拘束，盖法律准许多数股东修改之结果拘束少数股东。此一权力之行
使，必须依法律所规定之方式并出自于为公司全体利益之善意 ( bona fid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
pany as a whole) 。”瑐瑧英国法院所适用的“善意为公司全体利益”标准与共益性规则大同小异。
具体而言，共益性规则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第一，当章程侵犯公司或股东利益，且无

明显共益性动因的情况下，股东或者其他公司成员可以诉请法院认定章程具体条款无效或撤销其效

力。第二，当章程对特定成员之侵害，确属为公司之整体利益而无可选择之举时，章程可对抗受侵
害人之诉请。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公司修改章程限制部分股东表决权的案件纠纷指出: “这种
修改虽然侵犯了股东的表决权，但是，如果多数的股东认为这一限制是必要的，那么它就是合法

的。”瑐瑨 具言之，公司为实现共益性目标，可以在章程中对某类股东权益做限制性规定，但该种限
制与共益目标之实现必须具有紧密的关键性，且唯有在非对该类股东权利做限制则不能实现所欲求

之共益目标的情况下，章程之限制性条款才具有正当性。
( 二) 意思表示撤销规则

章程所体现的是股东或发起人集合化的意思表示，尤其是在多数决定的场合下，“多数派完全
可能利用形成团体意思、控制团体行为之便，操纵团体作出有利于多数派、而有害于少数派及团体
本身的行为”。瑐瑩 如在制定与修改章程的决议行为中，大股东或者多数派股东可能通过欺骗、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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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等手段，诱使或者迫使小股东尤其是异议股东支持某项条款或提案。在这种情况下，小股东、
异议股东针对章程的表决行为所反映的并不是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应当允许

他们撤销其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撤销规则在章程效力认定中之适用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 第一，公
司意思表示撤销。即如果在制定或修改章程的行为中，存在普遍性的欺诈、隐瞒等影响多数股东意
思表示真实性进而影响到了作为整体的公司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因素。此时，公司可向法院诉请撤
销支持章程通过的意思表示，股东亦可代表公司为之。公司意思表示的撤销可直接导致章程效力的
撤销。第二，股东意思表示撤销。即在影响股东意思表示真意性的因素是个别性的而非普遍性的情
况下，意思表示不真实之股东可诉请撤销其支持章程的意思表示。如果该股东的意思表示撤销之
后，章程仍可满足其通过比例要求，则章程效力不受影响; 若不能满足最低通过比例要求，则章程

效力亦同时被撤销。
( 三) 评估权规则

在公司制定或者修改章程过程中，股东评估权可对大股东、多数派形成合作压力，迫使他们不
敢轻易制定极端不利于中小股东的章程规则。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公司法普遍将章程修改作为股东
评估权行权的法定事由。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将章程修改纳入评估权行权事由之列。不过，
评估权规则仍可作为司法裁判中认定章程效力的一条重要规则，具体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若公司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异议股东对章程修改事宜享有评估权，则股东评估权与修改章程事宜即具

有了绑定效果。当评估权不被公司兑现时，股东既可诉请法院强制公司收回其股权，亦可选择请求
法院撤销相关章程修改决议效力。第二，当公司在章程中规定了 “除名条款”时，该 “除名条款”
本身即意味着股东评估权必须获得充分保障。如果与 “除名条款”连带在一起的评估权条款明显
不公平地歧视了异议股东，则异议股东可诉请法院撤销该 “除名条款”效力。如实践中有公司在
章程中规定，“股东因特定原因 ( 懈怠、不负责任、违法等) 被公司除名后，公司可没收其股权以
及红利”。该规定中除名事由与评估权保障严重不对称，异议股东可诉请法院撤销其效力。
( 四) 程序性规则

决议行为秉重程序，程序性瑕疵会对决议行为效力构成影响，这也是团体法规则与个人法规则

的重要差别之处。然而，当前无论是公司法立法、司法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对章程之理解与认知
还仍旧停留在一种静态的法律观，即仅考察章程之内容而忽略章程之形成过程。如根据 《公司法》
第 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修改章程，既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为之，也可以经全体股东
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而不召开股东大会。再比如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对章程进行审查，关注点
集中于章程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侵犯股东固有权等实体性内容方面。而程
序性规则，就是要考察章程之形成过程，并以此来决断章程之效力。现行 《公司法》第 22 条，对
于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决议行为已有程序性要求。遗憾之处在于，该规定将程序性瑕疵仅设定为可
撤销之事由，未能明确程序对于章程之意义。
具体到章程形成程序之司法考察，笔者认为程序可对章程效力产生四种影响。第一种，章程不

成立。如根据《公司法》第 10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须召开股东大会，以股东大会决
议形式为之。若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伪造股东大会决议擅自修改章程，则章程修改行为不成立。
第二种，章程无效。如在修改章程行为中，故意设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性障碍，导致
股东无法做出真实意思表示，此时章程无效。第三种，章程可撤销。如修改章程的股东大会决议程
序分为议事程序与表决程序，若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公司对修改章程之提案 “不议而决”，则所通过
之章程修正案可被撤销。第四种，章程有效。此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 其一，制定与修改章程行为
严格遵循既定程序，章程有效; 其二，虽有程序性瑕疵，但影响不大，章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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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利益衡量规则

章程行为、决议行为在约束力上具有扩展性，对非参与成员亦会产生拘束力。这种扩展性的拘
束力在定性上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因私法之授受而具有合理性; 在定量上却并非完全自治，若设置

不当则容易诱发公司法与其他部门法之法益冲突、公司自治权与股东权之权利对冲，法官须以利益
衡量规则裁断。利益衡量规则在章程效力认定中之具体适用主要应体现于两方面: 第一，公司章程
自治侵犯其他部门法法益。如某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在章程中规定: “员工
怀孕的，公司有权收回其所持股份。”该种规定就超出了公司自治的合理限度，引发了公司法与劳
动合同法的法益冲突，需法官用利益衡量方法裁断。第二，公司章程自治与股东权冲突。如，现行
《公司法》第 71条针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了详尽的规定，同时最后一款以 “公司章程
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收尾，将第 71 条变为一条 “推定适用规范”。进言之，有限
责任公司可以就股东转让股权问题作另行规定。问题出在《公司法》第 71条未对 “另有规定”的
边界与底线作出厘定，这就容易引发公司章程自治与股东权的冲突。如果实践中，某有限责任公司
章程规定: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针对章程中该条款，法官不宜贸然判
定其是否有效，而应当具体考察公司股东数量、股东间关系以及公司愿支付之对价等，在综合上述
因素的基础上以利益权衡之立场，“通过衡量的方式，使决定的作出趋于合理化”。瑑瑠

五、结 语

主张章程具有决议的法律属性，相对于合同说、自治法规说与折衷说而言，在规范层面与裁判
实践层面又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在规范层面，决议说更契合章程制定与修订行为之本质。公司修
订章程以多数决方式为之，其决议属性不辨自明; 公司制定初始章程之行为虽不适用多数决，亦符

合决议行为之公共管理属性、意思表示集合性、约束力扩展性等特质。合同是个人法概念，自治法
规存在逻辑硬伤，皆无法从规范层面完美诠释章程之法律属性。折衷说则概念含混，无法满足法律
之确定性要求。第二，在裁判实践层面决议说更契合公司法之衡平法精神，利于各方权益平衡。司
法裁判中，合同说之适用，易弱化公司独立地位、侵蚀公司独立利益; 自治法规说之适用，则过度
偏重公司权威，容易忽视股东权保护; 折衷说之适用，会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引发 “同案不同
判”现象。决议说之适用，一方面保障了章程作为社团规则的权威性，如章程效力认定中的共益
性规则赋予了章程中共益性条款对股东个人私利的对抗力。另一方面又注重保护股东权不被公司以
自治之名所倾轧，如章程效力认定中的意思表示撤销规则、评估权规则、程序性规则以及利益衡量
规则无不为股东反抗“恶章”提供了可行的司法救济渠道。蒋大兴教授认为: “公司是一种精神共
同体。”瑑瑡 诚哉斯言，公司及其章程，应当威严自立而又温情脉脉，决议说即心向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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